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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未来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研发投入( R＆D) 是技术进步的物质基

础，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利用财政干预经济的权利，是我国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在传统生产函

数中引入研发投入和地方政府财政干预两个要素，提出经济增长对其自身具有惯性、政府财政干预对经济增

长具有滞后效应以及政府财政干预在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三个假说，采用 2000—
2014 年我国 31 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计量经济模型验证上述三个假说。研究认为: 资本对我国省际经

济增长具有显著和稳定的推动作用，而研发投入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经济增长的

“增长惯性”效应明显，总体表明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具有要素投入粗放的特征; 在特有政治晋升制度下，地方

政府财政干预对经济总体产生负向作用且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门槛效应，东中部地区“自由主义”比“干涉主

义”更能刺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西部地区则可以通过强化政府财政干预、带动研发投入对经济

增长发挥更显著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 研发投入; 地方政府财政干预; 经济增长; 增长惯性

中图分类号: F061.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 2017) 03-0041-12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1979—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78—2014 年我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由3 293. 38亿

元上升至20 400. 60亿元( 以 1978 年为基期采用 GDP 折算指数进行平减)，年实际平均增长率为

5. 17%。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近 40 年来，中国经

济增长动力源自何处? 现有研究从资本、劳动力、土地、研发投入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多个方面，解释

了过去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张璟和沈坤荣
［1］、Chow［2］、Young［3］

等研究认为，近 40 年我国经济

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来拉动的，技术进步发挥的作用很小，因而总体上是粗放的。
一方面，农民进城是我国人口城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庞大且廉价的劳动力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

了显著的“人口红利”，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4］。与此同时，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大幅扩张是土

地城镇化最为明显的表现方式，扩张后的建设用地成为吸纳农村人口和新增资本的主要阵地，形成了

我国经济增长的“土地红利”［5］。然而，劳动力的增长和土地的横向扩张不是永无止境的，在中国城镇

化逐步饱和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依赖于人口数量增加和土地要素投入的部分将不断削减，会产生诸如

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面临严重的“用工荒”和“生产力困境”等问题
［6］。另一方面，中国“粗放型”经济增

长还表现为投资率的快速上升(近年甚至超过 40% )，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因而引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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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投资是否有效率的担忧
［7］。研究显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点，危机之前投资

回报率呈现上升趋势，原因在于劳动力转移与技术溢出效应的双重作用
［7］;而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

不断下降，原因在于投资率持续大幅攀升和政府规模持续扩大
［8］。可见，在投资回报率逐步下降的情

况下，中国经济增长不能也没法依靠继续扩大投资来维持。综合已有研究可知，近 40 年来我国经济

增长的动力总体上可以总结为“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本红利”等各种因素
［9］，但这些因素已无

法继续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创新等要

素拉动。例如，厉以宁
［9］

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由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来

推动，其中新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分别是指由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口素质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而“改革红利”则是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过去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科

技进步、人力资本与制度改革虽然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贡献明显不足
［10 － 11］。

综上分析可知，现有研究对过去近 40 年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系统，

大多研究表明 1978—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未来更加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
从科技进步角度看，现有研究主要解释各种不同的技术进步形式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且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采用相对效率评价模型，对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

术进步 3 个因素进行衡量;其二，更多地将技术进步进行内生化，在生产函数模型中引入研发投入

(R＆D)要素进行研究。研发投入包括研发资本与研发人员两个要素，它是构成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
而在制度创新方面，现有研究则多集中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

的影响。然而，1978 年以来实施的诸多经济制度创新中，财政分权体制也是最重要的体制设计之一，

它赋予了地方政府充分的财税自主权。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经历了“分权让利”和“分税制”两个时期，

它改变了建国初期我国政府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充分的财税自主权促使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

增长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从干涉主义的角度来看，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对

我国省际经济理应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12］。综上可知，从理论上讲科技进步和政府干预都应对经济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如何推动两者协同地对经济增长发挥交互式作用，以使研发投入和政府干预

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命题。
本文基于传统的经济增长函数，引入技术进步与地方政府财政干预两个要素，其中技术进步采用

研发投入(R＆D)要素来衡量，分别研究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政府财政干预则采

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采用该指标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

革所赋予的政府财政支配权利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首先从理论层面揭示研发投入、政府财政干

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并从实证角度验证我国经济增长的“增长惯性”现象，以全面分析研发

投入与地方政府财政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理论框架

( 一) 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

传统生产函数仅考虑了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作用，因而无法解释在资本报酬率下降和劳动人口增

长率减小的情况下，经济仍然能够保持快速增长的现象。为此，“知识”要素被引进了生产函数，并根

据假设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劳动增加型、资本增加型和希克斯中性 3 种情况。随着知识要素在经济增

长中作用的进一步提升，中性进步并不能代表技术进步的全部，采用该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研

究，得到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下降的结论也与现实相悖。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是

资本体现式的
［13］，它主要表现为设备的更新换代，其主要动力来源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技术进步

还表现为资本深化，而资本深化又更多地表现为技术效率的提升。技术创新与技术效率构成了技术

进步的主要部分，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理论上讲技术创新对技术进步发挥着主要驱动作用，技术

效率则是技术创新的替代和补充
［14］。

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技术引进与创新在我国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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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先引进后创新的特征。技术引进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外资技术的溢出和简单的

技术模仿，因而从理论上讲，技术创新理应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现

有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太明显，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
［15］。从

理论和世界各国发展的实际来看，研发投入(R＆D)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

作用并不显著，其可能原因在于我国研发投入的结构不合理，过度注重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而忽视基

础研究，使得我国技术创新缺乏动力
［16］，导致其对生产效率提高的收益低于技术成本

［15］，从而使依靠

资金“买”入的技术比自身努力研发的技术更能推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由于用于基础研发的投入

严重不足，我国技术创新虽然有一定程度发展，但尚未达到“创造性破坏”的程度。因此，从我国经济

发展的可持续性角度考虑，需要改变“重引进、轻创新”的技术发展模式，在实际中不断优化研发投入

结构以推动技术创新。
技术效率是指生产过程中效率的提高，它同技术创新一道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构成。技术创新

和技术进步的最终结果是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两者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苏治和徐淑

丹
［14］

将技术创新解释为生产前沿面的技术改进，而技术效率提升则是向前沿面的靠近。因而技术创

新可以看作是技术进步的外在变化，而技术效率提升则可以看作是技术进步的内在修正。进一步的

研究表明，就研发投入结构和主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方面来看，用于试验发展的研发投入对全要

素生产率改善的作用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更大，且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的效率要高于

科研机构和高校
［17］。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的研发投入主要是以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为主，因而更

多地表现为技术效率进步。在此情况下，如何平衡研发投入的内在结构从而同步推动技术创新与技

术效率改善，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以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提升为主要构成的技术进步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而推动技术创新与技术效率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并对其结构进行优化。其实，研发投入

并不是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影响经济增长。当研发投入产生溢出效

应时，将会推动人力资本提升和生产技术改善，从而形成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新的“人口红利”和“资

源红利”［9］，这种新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就包含在研发投入带来的“知识红利”之中。
( 二) 地方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在理论上得到肯定，然而不同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干预经

济的程度只能由财政支出的多寡来决定(土地与税收政策也可以量化为财政政策)。因而，在中国特

殊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发展模式下，财政分权带来的财政支配权益，成为地方政府充分发挥财政

干预以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从而实现政治晋升的利器
［12］;这种基于政治晋升的政府干预，虽然带动了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营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

而它对经济的影响仍然是粗放的，而且形成了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
［18 － 19］。因而，关于政府干预到底

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尚未达成共识，且越来越多的研究持较为悲观的观点，与理论存在严重出入。例

如，王文甫等
［20］

认为地方政府干预在推动产量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等问题;陆铭、欧海

军
［21］

则认为政府干预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总体来看，在目前我国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

的模式下，政府干预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数量增长，但长期不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不管政府干预到底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从现实方面看，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对其

进行干预是必然的，因而政府干预不是有或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寡的问题。“干涉主义”认为，政府应

该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而“自由主义”则持相反的态度。由于这两种主义都不是绝对的，因而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交替的作用。当经济发展出现危机的时候，失业会大幅增加，此时政府不能坐

视不管，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刺激经济
［22］。例如，经济危机时，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

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就业，最终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干预政策在短期内保证了经济稳定发展，

但长期来看也会损害经济增长质量
［23］。而当经济正常运行时，政府过多的干预又会抑制市场活力，

不利于经济增长，此时需要更多地发挥市场化的作用机制。因而，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应更多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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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科技创新、教育等方面，这些投入虽然短期内难以有明显的经济成效，但却能显著提升经济增长

质量。
综合考虑技术进步与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知，研发投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促进

经济增长，财政分权体制给了地方政府支配财政的权利，通过地方政府干预影响经济增长。一般来

讲，政府的研发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总额的比例一般都在 95% 左右( 企业一般只有 5% 左右)。由于

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内容相当广泛，除研发投入外，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主导产业、医疗等多个

方面。因此相对于研发投入来讲，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

面:(1)干预程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确定性。不同学派关于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认识，凯

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政府干预有利于维护经济增长，而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政府干预干涉了市场在推

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也即基于财政支出的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并非表现出一致性，政府支出或

促进经济增长或抑制经济增长
［24 － 26］。(2)干预方向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确定性。正如前文所述，研

发投入的经费支出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财政支付，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项支出也是由地方

政府的财政支付，虽然研发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作用的机制和产

生效果的时间不一样
［18，23］，因而促进经济更好发展仍需要在多种投入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从理论上来讲，研发投入(R＆D)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提升来影

响技术进步，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来对经济实施干预，最终会形成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知识红利”和

“制度红利”，但理论上这两种红利并没有得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验证。从实际来看，财政分权体制

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当的财政支配权利，使其拥有了干预经济的强有力手段，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

的目的更多地表现为，在短期内实现 GDP 快速增长，进而实现政治晋升，因而这种经济干预方式，不

利于实现地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由于知识的研发和向生产力转化需要较长的时间，依托技术进

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应该具有比较长的滞后期。因此，在中国特殊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

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会更加倾向于投资一些短期能够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项目，而不是研发投入。原

因在于，研发投入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槛作用，政府对研发投入的加强在短期内并不一定能使其在经济

增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可能由于削减了对其他领域的投资，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不

利于政治晋升。那么，研发投入、地方政府财政干预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互动与均衡关

系，其作用机理是怎样的? 揭示这种作用机理，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也有

助于推进研发投入与地方政府财政干预协同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增长。
三、研究设计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需要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以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更好地促

进经济增长;同时也需要更好地把握政府财政干预的力度和方向，以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为

此，本文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研发投入(R＆D) 与地方政府财政干预两个指标，建立中国省

际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其中，研发投入变量包括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同时以财政支出在地区

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政府的财政干预程度):

lngdpit = β0 + β1 lncapit + β2 lnlabit + β3 lnrd
fund
it + β4 lnrd

labor
it + β5 lngovit + μi + εi (1)

其中，gdpit表示第 i 个省份t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lngdpit 则表示取对数后的地区生产总值。同理，

lncapit、lnlabit、lnrd
fund
it 、lnrd

labor
it 和 lngovi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 t年取对数后的资本存量、劳动力、研发投入

的资本支出、研发投入人员以及政府财政干预程度;β1、β2、β3、β4和 β5则分别表示对应的参数，研究的

是各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β0表示模型的常数项;ui表示省份差异的影响;εi则表示随机扰动

项。从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财政干预是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最为重要的手段，它并不一定会直接

促进经济增长，而是具有一个滞后期。因此，为了更加深入地探究研发投入和政府财政干预程度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一:经济增长表现出惯性特征，过去的经济增长对当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
—44—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在式(1)所表达的面板数据模型中，由于要素投入存在惯性，也即诸如资本存量、研发投入资本以

及政府干预程度等要素的当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过去行为，将导致模型的估计不能反映其

真实的经济含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地区生产总值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包含研发投入与政

府财政干预要素在内的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lngdpit = β0 + ρ1 lngdpit－1 + ρ2 lngdpit－2 + … + ρp lngdpit-p + x' itβ + ui + εi (2)

式(2) 在式(1) 的基础上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p 为被解释变量的滞

后阶数;ρ1至 ρp为滞后p 阶解释变量对应的估计参数;x' itβ 则表示式(1) 中的解释变量及其参数，x' it =
( lncapit，lnlabit，lnrd

fund
it ，lnrdlabour

it ，lngovit)，β = (β1，…，β5) ' 。
假说二:政府干预表现出滞后性的特征，也即经济增长受到前期政府干预的影响。
为对假说二进行验证，本文在式(2)中加入政府干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也即政府财政干预程

度与当期误差项无关，但与滞后期误差项有关。在此情况下，取政府财政干预滞后项 lngovit-p作为解释

变量，q表示政府财政干预的滞后阶数，得到扩展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lngdpit = β0 +∑
p

m = 1
ρm lngdpit-p + x' itβ +∑

q

n = 6
βn lngovit-q + ui + εi (3)

式(3) 中，βn表示滞后 n 期的政府财政干预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其余参数含义不变。因而，βn表

示政府对经济的反应程度，也即政府对前期干预经济所产生效果的变化，实质是政府对自身宏观政策

的调控。
假说三:政府财政干预通过影响研发投入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门槛作用。
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干预表示的是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政府支出的多少

也影响着研发投入的总量。从政府财政干预的直接影响来看，当干预力度加大时，政府的财政支出也

随之加大，此时获得的研发投入相应增多，从而增大了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政府干

预的间接影响来看，政府的财政支出将会带动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乘数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刺

激企业增大研发投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假说三认为，政府对经济的财政干预不是越多越好(或者越

少越好)，而是随着干预程度的变化，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发生着变化。为此，在公式(1) 的

基础上建立面板门槛模型，以政府财政干预程度为门槛变量，而以研发投入为主要研究变量。具体的

模型如下:

lngdpit = β0 + x'β1 × l(gov ≤ γ) + x'β2 × l(γ ＞ gov) + ui + εi (4)

在本文搜集的数据中，时间长度 t = 4，样本长度n = 31( i = 1，2，3，…，n)，样本长度大于时间尺

度，因而是一个短面板。在短面板的情况下，大样本的渐进理论基于“n→ ∞”展开。在此情况下，令:

xit(γ) =
xit × l(gov ≤ γ)

xit × l(gov ＞ γ{
)

(5)

依据式(5)，并令 β' = (β1，β2)，可以对式(4) 进行简化如下:

yit = ui + β xit(γ) + εit (6)

在面板数据模型中，扰动项为复合扰动项，不满足球形扰动的条件。对于随机效应面板模型的参

数估计，本文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即通过建立广义离差模型，运用 OLS 进行估计)。所建立的广义

离差模型如下:

yit － θ^ yi = β(xit(γ) － θ^ xi(γ)) + (1 － θ^ )ui + (εit － θ^ εi) (7)

在式(7) 中，θ是 θ = 1 － σε /(Tσ
2
u + σ

2
ε)

1 /2
的一致估计量。在此前提下，如果 θ^ = 0，则为混合回归;

若 θ^ = 1，则为组内估计量。因而在门槛模型估计中，依据残差平方和最小原则，首先假定一个 γ^ ，计算

其残差平方和SSR(γ^ )，形成一个关于γ^ 的函数。在SSR(γ^ ) 最小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关于门槛模型的最

佳估计值。对于一个回归模型的门槛效应是否存在，Hansen［27］
给出了 LR 估计量。LR 估计量的表达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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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 ［SSR' － SSR(γ^)］/σ2 (8)

其中，SSR'表示在无约束条件下的残差平方和，也即在不存在门槛效应时 OLS 估计的残差平方

和。由于 OLS 是基于残差平方和的最小估计，所以SSR'表示的是在无约束情况下的最小化残差平方

和。LR 统计量服从卡方分布，当其统计值在 5%水平下显著时，就表明模型具有门槛效应。
四、数据与变量

本文以中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选取 2000—2014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样本量

为 465。其中，地区经济增长选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而采用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得到的资本存量和

劳动人口总数作为资本和劳动力的指标;研发投入作为技术进步变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生产总值

比重作为政府财政干预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区财政支出等指标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网站;劳动人口总数则来源于各省市 2001—2015 年统计年鉴;研发投入( 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 的

数据则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2015)。
由于在生产函数模型中，资本变量表示的是资本存量，而中国所公布的统计数据并没有资本存量

的指标。根据现有研究，本文依据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参考张军等
［28］

对我国省际的资本存量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估计。本文选取的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 指标 单位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gdp 经济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465 106. 702 9 13 141. 57 3 588. 209
cap 资本 资本存量 亿元 465 218. 008 9 125 111. 7 18 293. 32
lab 劳动 就业总人数 万人 465 124. 18 6 606. 5 2 450. 576
rdfund 研发资本 研发资金当量 万元 465 1 411 6 687 094 287 921. 4
rdlabor 研发人员 研发人员当量 人 465 150 102 464 8 467. 761
gov 政府干预 财政支出 /地区生产总值 465 0. 069 1 1. 291 4 0. 209 4

五、实证分析

( 一) 模型参数估计

式(1)、式(2)、式(3)和式(4)分别从一般情况、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将政府干预作为前定解释

变量和将政府干预作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在对式(1)进行估计时，需要考虑面板数据的固

定效应和随机效应，Hausman 检验结果显著拒绝了模型为固定效应的原假设，因而应该建立随机效应

模型。在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运用 GMM 方法，为此，本文在选用 GMM 的方法对式(2)

和式(3)进行估计时，综合对比了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当对式(2) 进行估计时，选择

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阶p = 2，解释变量最多 3 阶滞后作为工具变量，差分 GMM 估计得到的扰动项存在

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没有拒绝“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由于差分 GMM 方法共使

用了 41 个工具变量，然而过度识别检验得到的卡方值为 30. 497，对应的 P 值为0. 592 3，检验结果没

有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与此相反，在运用系统 GMM 对式(2)进行估计时则显著拒

绝“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为此，本文选用式(2) 被解释变量滞后阶p = 2 的差分 GMM 估计结

果。在对式(2)进行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方法对式(3)进行估计。研究

发现，当选择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阶p = 3、解释变量最多 3 阶滞后作为工具变量、政府干预的 2 期滞后

为前定解释变量时，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均没有拒绝“扰动项无自相关”和“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
的原假设，且系统 GMM 比差分 GMM 的估计结果表现得更为理想，为此本文选择系统 GMM 方法对式

(3)进行估计。
最后以政府财政干预为门槛变量，逐个研究财政干预程度处于不同门槛值时研发资本和研发人

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式(4)进行估计，分别研究政府财政干预对研发资本和研

发人员的门槛效应。在研究政府财政干预对研发资本的门槛效应时，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检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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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 73. 649 和 18. 762，均在 5%水平下显著;而当研究其对研发人员的门槛效应时，单一门槛和

双重门槛的检验 F 值则分别为 72. 727 和 16. 993，也均在 5% 水平下显著;政府干预对研发资本和研

发人员的门槛效应所产生的两个门槛值相等，第一门槛值为 0. 319，第二门槛值为 0. 134，均通过单一

门槛和双重门槛的 LR 检验。

图 1 以政府财政干预为门槛变量的研发投入门槛效应

从图 1 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对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具有相同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存在

相同的门槛值，而且双重门槛估计比单一门槛估计更能解释政府财政干预对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
根据上述研究，本文得到式(1)、式(2)和式(3)的参数估计值以及式(4)双重门槛的估计值(表 2)。

( 二)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作用

式(1)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 188
和 0. 369，且均在 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当我国省际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总量增加 1% 时，经济增长

分别增加 0. 188%和 0. 369%。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是 0. 014 和

0. 134，且分别在 10%和 1%水平下显著。对比发现，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

远低于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总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进一步验证了我国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

带来的“知识红利”效应并不显著。结果还显示，政府财政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 － 0. 344，即地方

政府干预程度变动 1%，经济增长负向变动 0. 344%，且在 1% 水平下显著。表明从我国省际 2000—
2014 年的经济发展实际来看，政府财政干预不利于经济增长，国家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与理论存在出入，给予市场更大的自由空间比对市场进行强有力的掌控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式(2)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两期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差分 GMM 方法进行

估计。被解释变量的两期滞后对其自身的影响分别是 0. 471 和 － 0. 211，且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

验。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对其自身具有显著的影响，且滞后一期的影响为正，滞后两期的影响为负。
这表明我国省际经济增长表现出“增长惯性”且作用显著，但这种惯性作用在滞后二期时为负。同式

(1)结果相类似，采用差分 GMM 估计的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当资本存量变

动 1%时，地区经济总量增加 0. 142%。与式(1)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考虑被解释变量滞后作用的资本

存量估计参数比不考虑被解释变量滞后作用的要小 0. 046，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削平了资本存量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考虑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后，劳动力总量、研发资本、
研发人员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影响分别为 0. 062、－ 0. 009、0. 004 和 － 0. 004，其中劳动力总

量和研发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在 5% 和 1% 水平下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力总量、研发资

本和研发人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幅下降，研发资本甚至从显著正向影响变为显著负向影响;研发资

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内化在经济增长惯性作用当中，其原因在于用于研发的资本产生效益需要较长

的时间，而当期用于研发的资本减少了用于投资的资本，从而对当期经济增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在式

(2)中，政府财政干预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大大减弱，由最初的 － 0. 344 下降至 － 0. 004，也即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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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虽然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但这种负作用较小且不显著，其原因也是在于当期财政支出干预并不

能带来实际效益，前期财政干预被经济增长滞后项解释。

表 2 模型参数估计

变量 式(1) 式(2) 式(3) 式(4)资本 式(4)人员

lngdp － 1
0. 471＊＊＊

(0. 014)

0. 954＊＊＊

(0. 023)

lngdp － 2
－ 0. 211＊＊＊

(0. 015)

－ 0. 471＊＊＊

(0. 028)

lngdp － 3
0. 331＊＊＊

(0. 016)

lncap 0. 188＊＊＊

(0. 010)

0. 142＊＊＊

(0. 004)

0. 043＊＊＊

(0. 005)

0. 175＊＊＊

(0. 007)

0. 174＊＊＊

(0. 007)

lnlab 0. 369＊＊＊

(0. 033)

0. 062＊＊

(0. 032)

0. 024
(0. 048)

0. 031
(0. 033)

0. 035
(0. 034)

lnrdfund 0. 014*

(0. 008)

－ 0. 009＊＊＊

(0. 001)

－ 0. 004*

(0. 003)

0. 001
(0. 005)

lnrdfund(gov≤0. 134)
0. 003

(0. 005)

lnrdfund(0. 134 ＜ gov≤0. 319)
0. 000

(0. 005)

lnrdfund(gov ＞ 0. 319)
0. 008

(0. 005)

lnrdlabor 0. 134＊＊＊

(0. 020)

0. 004
(0. 010)

0. 061＊＊＊

(0. 010)

0. 023
(0. 015)

lnrdlabor(gov≤0. 134)
0. 024

(0. 015)

lnrdlabor(0. 134 ＜ gov≤0. 319)
0. 020

(0. 015)

lnrdlabor(gov ＞ 0. 319)
0. 031＊＊

(0. 015)

lngov － 0. 344＊＊＊

(0. 032)

－ 0. 004
(0. 010)

－ 0. 188＊＊＊

(0. 018)

0. 003
(0. 028)

0. 004
(0. 028)

lngov － 1
0. 234＊＊＊

(0. 021)

lngov － 2
－ 1. 89＊＊＊

(0. 014)

cons 1. 447＊＊＊

(0. 198)

4. 064＊＊＊

(0. 231)

0. 203
(0. 181)

5. 767＊＊＊

(0. 255)

5. 759＊＊＊

(0. 257)

Wald χ2 2 739. 65＊＊＊ 55 604＊＊＊ 62 256＊＊＊

F(30，427) 197. 51＊＊＊ 197. 05＊＊＊

注: 括号内为变量参数估计对应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
水平下显著。

综合 式 (1) 和 式

(2)的估计结果可以得

出如下结论:①资本对

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

促进作用，在加入被解

释变量滞后项后，其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仍表

现出稳定性，且其重要

性显著大于其他要素;

与此对应，研发投入对

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不显著，在加入被解

释变量滞后项后，其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由正

转为负。②中国省际

经济 增 长 的“增 长 惯

性”作用明显，也即被

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对

其自身有显著的影响，

且这种影响会极大地

削平劳动力总量、研发

资本、研发人员和政府

财政干预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滞后一期与

滞后二期对经济增长

的 影 响 系 数 分 别 为

0. 471 和 －0. 211，表明

被解释变量对其自身

的影响为正，也即具有

明显的惯性促进作用。
③政府财政干预对经

济增长表现出负向影

响，说明减少宏观调控

有利于经济增长。式

(1)显示政府财政干预

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式(2) 在加

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

后，政府财政干预的负向作用被显著削平，但仍然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这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不利于地方经济增长，需要减少财政支出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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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

与式(2)估计结果不同的是，式(3) 选择被解释变量的三期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选择政府

财政干预的两期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研究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的三期滞后项对其自身的影响系

数分别为 0. 954、－ 0. 471 和 0. 331，所有参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对比式(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式(3)中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对其自身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滞后两期的负向作用也更为突出;

不仅如此，式(3)中被解释变量滞后三期对其自身也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总体上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项对其自身的影响为正。这再次验证了我国省际经济增长总体表现出“增长惯性”的作用，且随着滞

后期的不同表现出正负交替的特征。
在考虑了政府财政干预三期滞后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后，政府财政干预当期原值对经济增长

的弹性系数为 － 0. 188，且在 1%水平下显著。这就验证了地方政府财政干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

负向促进作用，但这种负向作用较式(1) 小而较式(2) 大。结果还显示，滞后一期的政府财政干预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弹性系数为 0. 234，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财政干预当年，政府

投资挤占私人投资，且不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因而产生了明显的负向作用;但在滞后一期

后，这种作用明显减弱，且政府投资的乘数作用开始显现，因而产生了实际的经济效益。但是，滞后两

期的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 － 1. 89，在 1% 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滞后两期的政府干预对经

济增长的负向作用要远大于当期。其可能原因在于，滞后两期后，各种建设项目已经基本落地，产业

同质且恶性竞争、基础设施重复投资建设等问题开始凸显，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大大加强。由

此可见，本研究结果有效地验证了假说二，也即政府财政干预会在其滞后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

响，其中滞后一期的影响为正，滞后两期的影响显著为负，其负向作用显著大于政府财政干预对当期

经济的影响。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干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与财政分权的理论效益

相违背。
( 四) 政府干预对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

由于研发投入绝大部分是由政府财政支付，因此政府财政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研发投入，而

且不同省份的财政干预程度是不一样的。数据显示，在 2000—2014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级行政区当

中，干预程度最小的是 2000 年的江苏省，仅为 0. 069 1，也即政府财政支出仅为地区生产总值的

6. 91% ;最大的为 2012 年的西藏自治区，高达 1. 291 4，也即政府财政支出超过地区生产总值 29. 14 个

百分点，说明中国省际之间的政府干预程度差异明显。式(4)是考虑了政府干预作为门槛变量的研发

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模型，且政府干预对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都存在两个门槛值，分别为

0. 134 和 0. 319，原因在于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干预程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总体表现为东部 ＜ 中

部 ＜ 西部的特征(图 2)。对比式(1)、式(2)和式(3)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我国研发投入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不明显，技术进步带来的“知识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处于初级阶段。
在以研发资本为主要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当政府干预满足gov≤0. 134 时，研发资本对经济增长影

响的弹性系数为 0. 003，而研发人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 0. 024;2000 年满足这一条件的有 21 个

省(市、区)，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2014 年满足这一条件的仅有山东、浙江和江苏 3
个省，全部分布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图 2)。而当政府干预程度满足 0. 134 ＜ gov≤0. 319，研发资本

对省际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接近于 0，也即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但研发人员对经

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为 0. 020(表 2);2000 年满足这一条件的仅有新疆、北京、陕西、内蒙古、甘肃、
贵州、云南、宁夏和青海共 9 个省(市、区)，2014 年则增加到 21 个省份，且主要分布于我国东中部和东

北地区。当政府干预满足gov ＞ 0. 319 时，研发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为 0. 008，而研发人员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为 0. 031，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2000 年政府干预程度超过

0. 319 的省份仅有西藏自治区，2014 年则有云南、新疆、宁夏、甘肃、贵州、青海和西藏等 7 个省( 市、
区)，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和西北等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由此可见，通过对式(4) 的方程进行估

计，假说三得到了证实，即政府干预对研发投入有着显著的门槛作用。而此时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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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系数分别为 0. 003 和 0. 004，即考虑政府干预的门槛作用后，其对经济增长表现出微弱的正向促

进作用，但这种作用不管是在统计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不显著的。

图 2 中国省际 2000 年与 2014 年地方政府财政干预程度

通过对假说三进行验证，可

以得出如下结论:①政府财政干

预对研发投入的门槛作用在我

国省际经济增长中表现出显著

区域差异。在我国东中部省份，

减少地方政府财政干预可以推

动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对经济

增长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其原

因在于这些地区是我国市场经

济改革的先行地区，经济水平高

且总量大，市场机制已经比较完

善，良好的市场化意识和氛围已经基本形成，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转而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更能

推动经济增长;而在我国西北和西南等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可以刺激研

发资本和研发人员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作用，其原因则在于这些地区改革开放时间较晚，市场化进程

缓慢，人们的市场意识和良好的市场氛围尚未形成，需要依托政府财政投入来带动技术进步从而推动

经济增长。②研究再次验证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即资本投入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考虑到政府干预对研发投入的门槛作用后，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 175 和 0. 174，

且均在 1%水平下显著。虽然在式(3)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弹性系数下降为 0. 043，但更多的研

究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是主要的而且稳定的，这进一步验证了我国 2000—2014 年间

省际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投入带动。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传统的生产函数中加入研发投入和政府财政干预两个变量，提出经济增长对其自身具有

惯性、政府财政干预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效应以及政府财政干预在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存

在门槛效应三个假说，据此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分别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差分 GMM、系统 GMM
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式(1)、式(2)、式(3)和式(4)进行估计，深入地探究研发投入和政府财政干预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充分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三个假说。综合来看，可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1) 2000—2014 年间我国省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要素投入，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增长惯

性”效应。研究表明，资本对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式(1)的估计结果肯定了

除资本外的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考虑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以及政府干

预的门槛效应后，除资本投入外的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降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之一，资本在 2000—2014 的 15 年间快速积累，显著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这种过度依

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国内各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并已越来越难以持续。为了

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明确新的投资方向和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逐步推动资本深化。与此同时，需要加快供给侧改革，培育消费增长点，扭转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

资的经济发展模式。
(2) 地方政府财政干预总体上对我国省际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门槛特征。

本研究证实了在我国特殊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环境下，地方政府财政干预对经济增长总体表现出

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滞后特征，也即我国实行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这种制度创新并没有形

成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这与财政分权的理论期望存在出入。以地方政府财政干预为门槛变量，发

现政府财政干预对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均存在 2 个门槛值，分别是 0. 134 和 0. 319，且在空间上表现

出显著差异性。在我国大部分东中部地区，市场化改革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较为显著的作用，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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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比“干涉主义”更能刺激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在我国西部地区，政府财政干预

已经跨过第二个门槛，“干涉主义”更能刺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 1994 年全面推进市场化

改革以来，我国东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快速提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因而地方政府难以实现过多干

预。为此，在东中部地区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改变传统以 GDP 为核心

的政治晋升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提升市场化水平。而对于我国西部落后地区，则

需要进一步加大地方财政支出对研发投入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推动其在

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研发投入(R＆D)带来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显著推动我国省际经济增长。本文实证研究也证

明，2000—2014 年我国研发投入并没有对省际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加入被解释变量滞后

项和政府财政干预的滞后项后，研发资本对经济增长甚至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然而，理论和发达国

家发展实践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应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技术

创新，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根据前文的研究，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两个方面，

我国研发投入主要注重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不注重基础研发，这种不合理的研发结构导致我国技术

进步主要表现为效率推动，缺少“创造性破坏”的技术创新;同时，我国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也比较低，导致“买”进的技术比研发的技术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为此，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必须加快补技术、人才的短板，强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此情况下，我国东中

部地区需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力量，注重研发投入结构性调整，不断加大对基础研发的投入;而西部

地区则应进一步依托地方政府发挥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大政府投资以形成乘数效应，同时加大研

发投入力度，更快地推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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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local government fiscal intervention and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LI Zhengtong1，2，YAO Chengsheng1，2，WAN Zhen2

(1． Center of Central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7，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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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economic growth should depend more on technical progres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R＆D i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the technical progres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which gives the local government considerable domination on fiscal and tax to adjust the economy． In this paper，the two factors
of R＆D and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intervention were added to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unction，and the 31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4 and panel econometric models were used to test thse three hypotheses，which were“the economic growth
had a growing inertia”，“the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had a lagged effect”and“the threshold effect
existed in the influence of R＆D on the economy grow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pital had a significant and stable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had a significant“growing inertia”effect，however the
technical progress provided by R＆D only had a limited effect o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which meant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ad obvious extensiv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typical political promotion systems in China，the local govern-
ment fiscal intervention showed a negative effect and a significant spatial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technical progress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c growth，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reduce the fiscal interference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however more fiscal expenditure should be paid to R＆D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investment of R＆D;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intervention; economic growth; growing iner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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